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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交媒体逐渐成为老年人获取信息和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渠道。然而，网络

空间中虚假信息的快速传播也使老年群体面临新的信息风险。文章以数字社会为背景，结合老龄化发展

趋势，分析社交媒体虚假信息在老年群体中的主要传播形态及其现实影响。研究发现，健康医疗、投资

理财以及社会事件类信息在社交媒体中较为常见，并通过熟人网络和平台传播机制不断扩散，对老年人

的财产安全、身心健康以及社会信任产生持续影响。从社会结构与制度运行的角度观察，老年人在数字

媒介使用能力、信息识别能力以及社会支持资源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使其在复杂信息环境中更容易受到

误导。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讨论现行制度在老年人信息权益保护方面的局限，并从社会治理与法律

制度协同的角度提出完善虚假信息治理的思路，以期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构建更加稳定和安全的网络信

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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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ocial media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through which older adults obtain information and participate in social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 rapid spread of false information in online spaces has created new informational 
risks for the elderl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society and population agei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ain forms of false information circulating on social media and their impacts on older 
adult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formation related to health care,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manage-
ment, as well as social events, is particularly common and tends to spread through acquaintance 
networks and platform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Such information may influence the financial 
security,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trust of older ad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operation, differences in digital media use,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ability and social support make older adults more vulnerable in complex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governance framework in 
protecting the informa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lder adults, and proposes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of false information through better coordination between social govern-
ance and leg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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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互联网技术已经逐渐融入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移动支付、

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以及网络购物等数字化场景，正在改变老年人的信息获取方式与社会交往方式。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相关报告，我国老年网民规模持续增长，老年群体的网络参与程度明

显提高。互联网在便利老年人生活的同时，也使其逐渐暴露于更加复杂的信息环境之中。尤其是在算法

推荐、直播营销和社交传播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虚假信息传播呈现出扩散速度快、隐蔽性强、精准化推

送等特点，老年群体因数字识别能力相对不足，更容易成为虚假信息传播的受害对象。根据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4 年 12 月，10~19 岁、20~29
岁、30~39 岁和 40~49 岁网民占比分别为 13.0%、13.1%、19.0%和 17.1%；5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

2023 年 12 月的 32.5%提升至 34.1%，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1 
从现实情况来看，涉老虚假信息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谣言传播，而是逐渐扩展至虚假保健宣传、养

老投资骗局、AI 换脸诈骗、情感诱导消费等多种类型。这类信息不仅侵害老年人的财产安全，还可能对

其身心健康、家庭关系以及社会信任造成持续影响。与此同时，部分网络平台在流量竞争和算法推送机

制影响下，对涉老风险内容的审核与治理仍存在明显不足，一些虚假信息甚至借助平台传播机制实现反

复扩散。在现有治理体系中，行政监管、平台自治与刑法规制之间仍缺乏有效衔接，对于涉老虚假信息

的识别、预防和惩治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治理路径。 
 

1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117/c88-112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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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虚假信息治理的研究主要围绕网络谣言治理、平台责任及数字鸿沟展开，但针对老龄化背

景下社交媒体虚假信息传播风险及其制度回应的系统研究仍相对不足。本文从社会治理与法律制度协同

视角展开分析。 

2. 老龄化社会中的虚假信息传播风险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逐渐成为公众获取信息和参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渠道。对老年

群体而言，微信、短视频平台以及各类社交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社会交往空间的缩减，使其能

够通过网络获取新闻资讯、健康信息与社会动态。然而，社交媒体开放性强、信息传播速度快且审核门

槛相对较低，虚假信息在其中更易扩散。老年人由于信息识别能力和数字媒介使用能力相对不足，在复

杂的信息环境中更容易受到误导，进而造成财产损失、身心伤害以及社会信任的削弱。观察当前网络传

播实践可以发现，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中的表现形式多样，其对老年人权益的侵害呈现出明显的类型化

特征。 

2.1. 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主要类型 

从信息内容和传播目的来看，社交媒体中涉及老年群体的虚假信息大致可以分为若干类型。其中，

健康医疗与养生保健类信息较为常见。主要集中在疫苗、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病、与饮食有关的问题以

及医疗手段等方面[1]。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对疾病预防和健康维护的关注不断增加，一些传播者利用

这种心理，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未经证实的医疗建议、夸大功效的保健产品宣传以及所谓的“偏方”“秘

方”。相关信息往往以经验分享或科普形式出现，并借助亲友转发在熟人网络中扩散。在缺乏专业判断

的情况下，部分老年人可能据此改变用药方式或购买高价产品，既增加经济负担，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

成不良影响。例如，2022 年江苏南京公安机关侦破的一起涉老保健品诈骗案件中，犯罪团伙通过发布所

谓专治老年人慢性病的“特效药”宣传虚假信息，吸引大量老年人购买高价保健产品，南京 88 岁的退休

教师丁老被一通电话骗走了 4 万余元。随后南京玄武警方于 4 月 26 日成功捣毁一个冒充防疫工作者和民

政部门工作人员，以推销保健品为幌子、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涉案成员 50 多名 2。 
投资理财与消费诱导类信息同样具有较高的传播频率。近年来，部分不法分子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发

布虚构的投资项目、虚假金融产品以及高收益理财信息，以较低风险和高回报为诱饵吸引老年群体参与。

一些信息还借助所谓专家推荐或成功案例增强可信度，使受众产生错误判断。老年人积累了一定储蓄，

但对复杂金融产品的风险认知有限，在这种情境下更容易成为目标对象。一旦投入资金，往往难以追回

损失。 
社会事件与公共安全类谣言也在社交媒体环境中频繁出现。这类信息多以突发事件、社会治安或公

共政策为内容，通过夸大事实或捏造情节引发关注。例如，一些未经核实的社会传闻在短时间内被大量

转发，引起公众恐慌或误解。老年人在获取信息时更倾向于依赖熟人转发的内容，对信息真实性缺乏系

统核验，容易在无意中继续传播，从而扩大虚假信息的社会影响。 

2.2. 虚假信息对老年人权益的现实影响 

虚假信息传播对老年人权益造成的影响具有多方面特征。其中最为直接的是财产权益受损。一些以

投资、消费或医疗为名的信息诱导老年人支付费用或转移资金，一旦涉及诈骗行为，受害者往往难以及

时发现问题。由于部分老年人储蓄来源有限，经济损失对其生活质量可能产生长期影响。 
人格利益与身心健康也可能受到侵害。虚假医疗信息可能导致老年人错误理解疾病治疗方式，从而

延误正规医疗。某些谣言信息还可能引发焦虑和恐慌情绪，对心理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在信息传播过程

 
2https://www.mps.gov.cn/n2255079/n4242954/n4841045/n4841055/c850267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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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些不实内容甚至可能涉及对特定群体或个人的误导性评价，使老年人对社会环境产生不必要的担忧。 
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虚假信息还会削弱信息环境的安全性与社会信任。当不真实内容在社交媒体

中持续扩散时，公众对信息来源的信任度可能下降。老年人作为信息传播链条中的重要参与者，如果频

繁接触和转发虚假信息，不仅自身权益受到影响，也可能在无意中加剧社会信息秩序的混乱。 

3. 社交媒体虚假信息侵害老年人权益的社会机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社交媒体逐渐成为社会成员获取信息与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平台。对

于老年群体而言，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社会交往空间的缩减，使其能够

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互动。然而，在数字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背景下，老年人在信息获取和识别方面仍

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社交媒体中的虚假信息之所以容易对老年人产生较大影响，并不仅仅是个体判断能

力的问题，更与数字鸿沟、社会关系结构以及平台技术机制等多种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3.1. 数字鸿沟背景下的信息识别能力差异 

“数字鸿沟”概念最早由西方学界提出，其核心在于不同群体在数字技术获取与使用能力方面存在

结构性差异。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入社会生活，数字鸿沟已经不仅表现为设备接入差异，更体现为信息识

别能力与媒介素养差异。部分研究认为，老年群体由于教育背景、媒介经验以及社会支持不足，更容易

在算法传播环境中陷入信息弱势地位。老年人虽然逐渐成为互联网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数字技术

应用经验、信息检索能力以及媒介素养等方面，与年轻群体仍存在一定距离。许多老年人是在退休之后

才开始接触智能手机与网络应用，其对互联网信息生产和传播机制的理解相对有限，在面对复杂的信息

环境时往往难以迅速辨别信息的真实性。 
从现实情况来看，社交媒体中的信息内容具有高度碎片化与多样化特征，大量信息以短视频、图文

或转发链接等形式出现。部分信息在表达方式上刻意模仿新闻报道或专家意见，使受众在短时间内难以

进行有效判断。截止 2020 年，我国 56.7%网民曾遭遇虚假信息，66%网民遭遇过谣言，虚假信息的传播

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2]。尤其对于信息识别经验较为有限的老年人而言，这类内容更容易被误认为真实

信息。同时，一些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缺乏系统的信息核验意识，往往依据个人经验或情感判断

信息可靠性，这在客观上增加了虚假信息被接受和传播的可能性。 
此外，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集中，部分用户主要通过微信、短视频平台等少数应用了解社会

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相关平台中存在较多未经核实的信息内容，老年人接触到虚假信息的概率也

会相应增加。数字能力差异因此成为老年群体在信息环境中面临的重要结构性风险。 

3.2. 熟人社会结构对信息传播的强化作用 

从社会关系结构来看，许多老年人的网络社交活动仍然以熟人关系为基础。微信群、朋友圈以及同

乡群、同学群等社交空间，构成了老年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这些网络空间中，信息往往通过亲友

转发或群组分享的方式进行传播。由于传播主体之间具有较高的信任基础，接收者在面对相关信息时往

往更容易接受其真实性，而较少对信息来源进行进一步核实。 
这种基于信任关系形成的信息传播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虚假信息的扩散效果。当某一信息由熟

人或亲友转发时，接收者通常会将其视为具有一定可信度的信息来源，从而降低警惕心理。部分老年人

还会出于关心他人的目的，将相关信息继续转发给其他亲友。例如，一些涉及健康保健或社会安全的消

息常以“提醒家人”“转给朋友”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中传播，这种传播模式使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

扩散。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7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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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熟人网络结构中，信息的传播往往伴随着情感交流与社会互动。对许多老年人而言，转发信息不

仅是获取资讯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参与社会交流的行为。在这种互动模式下，即使部分信息缺乏可靠

来源，也可能在群体互动中不断被重复传播，从而扩大其社会影响。因此，熟人社会结构在客观上成为

虚假信息扩散的重要社会基础。 

3.3. 平台算法与信息环境结构的影响 

除了个体能力和社会关系因素之外，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虚假信息的传播

方式。社交媒体平台已被证实是数字虚假信息传播的宿主[3]。当前多数平台在内容分发过程中采用算法

推荐机制，根据用户的浏览记录、兴趣偏好以及互动行为推送相关信息。该机制能够提升信息获取效率，

但也可能导致用户长期接触到内容类型相似的信息，从而形成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 
对于部分老年用户而言，如果其在平台上频繁浏览健康养生、投资理财等内容，系统往往会持续推

送类似信息。在这些信息中，既包含真实内容，也可能夹杂夸大宣传或未经核实的信息。当用户长期处

于某一类型信息环境中时，其对相关内容的信任程度可能逐渐提高，从而降低对信息真实性的怀疑程度。

这种信息同质化现象在客观上扩大了虚假信息的影响范围。 
与此同时，部分信息发布者利用平台传播机制，通过制造吸引注意力的标题或情绪化表达提升内容

传播度。一些虚假信息在形式上往往更具吸引力，更容易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点击与转发。平台算法在

根据互动数据进行推荐时，可能进一步放大这些内容的传播效果，使其更容易触达特定用户群体。对于

信息识别能力相对有限的老年人而言，这种传播机制无形中增加了接触虚假信息的机会。 

4. 我国虚假信息治理的制度回应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持续发展，虚假信息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方式不断变化，其社会影响也逐渐显现。

面对虚假信息扩散带来的风险，我国已经在多个制度层面形成一定治理框架。从总体结构来看，现行制

度并未仅依赖刑事法律，而是通过行政监管、平台治理以及刑事责任等多种方式形成综合治理体系。在

社交媒体环境中，虚假信息传播往往呈现出速度快、范围广以及参与主体多样等特点，因此治理实践也

逐渐形成以行政管理和平台治理为基础、刑事法律为补充的制度结构。 

4.1. 行政监管与平台治理 

在我国网络信息治理体系中，行政监管部门承担着重要职责。随着社交媒体平台规模不断扩大，网

络空间的信息传播活动逐渐呈现出复杂化特征。为了维护网络信息秩序，相关主管部门通过制定规范性

文件、加强平台监管以及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等方式，对虚假信息传播进行持续整治。行政监管在治理体

系中具有前端性特点，其主要功能在于通过日常管理与风险预防减少虚假信息的扩散。 
在实践中，监管部门通常通过信息发布规范、平台责任要求以及违法信息处置机制等方式强化对网

络内容的管理。社交媒体平台需要建立内容审核与信息处置机制，对明显违法或失实的信息及时采取删

除、限制传播等措施。对于涉及公共安全、金融诈骗以及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虚假信息，监管部门还会通

过专项整治方式进行集中治理。相关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虚假信息的传播空间，也为维护网络信息

环境提供了制度基础。 
与此同时，平台在信息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社交媒体平台既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也是网络

内容管理的重要主体。随着用户数量不断增加，平台逐渐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信息内容的识别与管理。

例如，一些平台通过用户举报机制、信息审核程序以及风险提示功能，对可能存在问题的信息进行筛查。

在发现明显虚假或具有误导性的内容时，平台通常会采取删除、标注提示或者限制传播等措施。这些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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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在实践中发挥了一定效果，使部分虚假信息能够在传播初期得到控制。 
然而，平台治理也面临一定现实挑战。社交媒体信息数量庞大，内容形式复杂，平台在审核过程中

难以对所有信息进行逐一核验。同时，一些虚假信息往往以经验分享或生活建议的形式出现，其真实性

在短时间内难以判断。这种情况使平台在治理过程中需要在信息自由传播与内容风险控制之间保持平衡。

尽管如此，平台治理仍然构成我国虚假信息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2. 刑法对虚假信息传播行为的规制 

在虚假信息传播行为达到较为严重程度时，刑事法律开始发挥规制作用。刑法在网络治理体系中具

有最后手段性质，其主要功能在于对严重侵害社会秩序或公民权益的行为进行惩罚与威慑。从现行法律

规定来看，我国刑法并未以单一罪名对所有虚假信息行为进行统一规制，而是通过多个罪名对不同类型

的行为进行评价。 
其中，与虚假信息传播直接相关的罪名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该罪名主要针对影响公共秩

序的虚假信息行为，在应对重大社会事件相关谣言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些网络谣言案件中，

如果虚假信息造成公众恐慌或社会秩序明显受到影响，司法机关通常会依据该罪名进行处理。 
在虚假信息传播过程中，社交媒体平台既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承担一定的管理义务。我国刑

法在若干罪名中涉及平台主体的责任问题。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八条增设了拒不履行信

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将刑法的网络风险规制重点由公民个人转向个体与平台并重，对网络服务提供

者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其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

造成情节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系对平台服务者有意识地违反特定义务的行为进行处罚[4]。该

罪名体现出对平台消极不作为行为的刑法规制思路。 
在社交媒体环境中，虚假信息传播还经常与诈骗行为相结合。部分行为人通过发布虚构投资项目、

虚假金融产品或夸大疗效的医疗信息，引导他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交付财物。此类行为虽然以虚假信息为

手段，但其核心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因此通常按照诈骗罪进行认定。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量

持续受到社会关注，其中不少案件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信息传播，一些老年群体因此成为受害对象。在司

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骗取财物，且数额达到刑事追诉标准，通常会依据诈骗

罪追究刑事责任。此外，在部分网络犯罪案件中，虚假信息传播还可能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罪

名相联系。一些人员虽然并未直接实施诈骗行为，但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仍提供

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或者推广服务，从而在犯罪活动中发挥辅助作用。刑法通过设置相关罪名，对参与

网络犯罪链条的行为进行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虚假信息相关犯罪活动的整体打击。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刑法已经在现有规范框架下对虚假信息传播及其相关行为形成一定约束。刑

事法律通过对严重行为进行追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威慑效应。然而，与行政监管和平台治理相比，

刑法更侧重事后追责，其介入通常需要达到较为严格的社会危害程度。因此，在网络信息治理体系中，

刑法主要发挥补充性与保障性作用，与行政监管和平台管理共同构成多层次治理结构。 

5. 现行制度在老年人权益保护中的局限 

在互联网治理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以行政监管、平台管理以及刑事法律为主要内

容的网络信息治理体系。这一制度结构在维护网络信息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打击恶意编造和

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具有一定威慑效果。然而，现有制度在整体上侧重维护网络秩序和打击严重违法行

为，对于老年群体在信息环境中面临的特殊风险关注仍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制度运行过程中逐渐显

现出一些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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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制度体系对老年人信息风险关注不足 

现行网络信息治理制度在设计时主要以维护网络秩序与公共利益为核心目标，其规范对象通常是面

向全体网络用户。无论是行政监管还是刑事法律，大多以信息内容本身的社会影响作为评价重点，对于

不同群体在信息环境中的差异关注相对有限。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始通过社交

媒体获取信息并参与社会互动，但相关制度尚未充分考虑老年人在数字环境中的特殊处境。从现实情况

来看，老年人在信息识别能力和媒介使用经验方面往往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一些虚假信息在传播过程中

并未造成大范围社会秩序混乱，却可能对老年人的生活产生持续影响。例如，部分老年人因身处信息汪

洋而在应对虚假信息时感到手足无措，在遭受网络欺骗后容易因情绪激动[5]、长期焦虑等产生严重的心

理问题，甚至出现抑郁自杀等危害生命的过激举动[6]。这类风险往往更多体现在个体层面，而不是公共

秩序层面。在现行制度结构下，如果相关行为未达到明显扰乱社会秩序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程度，法

律介入的空间相对有限。与此同时，部分治理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更侧重信息内容的违法性认定，而较少

关注受众群体的特征。对于面向老年群体传播的误导性信息，如果其形式较为隐蔽或未直接违反法律规

定，往往难以被及时识别和处理。由此可以看出，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制度体系在应对老年人信息风

险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5.2. 虚假信息社会危害性评价标准不够明确 

在网络传播环境中，虚假信息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具有较大差异。一些信息直接涉及公共安全或

社会事件，其社会影响较为明显，而另一些内容则以日常生活信息的形式出现，通过长期传播逐渐产生

影响。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对虚假信息行为是否需要通过刑事手段进行规制，通常取决于其对社会秩序

造成的影响程度。然而，这一评价标准在具体案件中往往具有一定抽象性。对于涉及老年群体的虚假信

息而言，其危害性有时并不集中体现在社会层面，而是表现为对个体权益的持续侵害。例如，一些虚假

医疗信息可能误导老年人采取不当治疗方式，某些投资信息则可能诱导其参与高风险活动。此类行为在

传播初期未必会引发社会秩序混乱，但如果长期存在，仍可能对受害者产生较为严重的后果。在缺乏明

确评价标准的情况下，司法实践在判断行为危害性时往往需要进行个案分析，不同案件之间的处理方式

也可能存在差异。此外，虚假信息传播的影响往往具有渐进性特点。部分信息在最初传播时影响有限，

但随着转发和扩散，其社会影响逐渐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判断行为是否达到刑事处罚程度，成为

实践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评价标准过于模糊，可能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稳定，也不利于形成清晰的行

为规范。 

5.3. 平台治理与刑事责任衔接不足 

社交媒体平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内容分发机制与管理方式直接影响虚假信息的

传播速度和范围。近年来，平台通过信息审核、用户举报以及风险提示等方式加强内容管理，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明显违法信息的传播。然而，从制度运行情况来看，平台治理与刑事责任之间仍存在一定衔

接问题。一方面，平台在日常管理中承担着较为广泛的内容管理义务，但刑事法律对平台责任的认定通

常需要满足较为严格的条件。例如，在涉及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情形时，通常需要以监管

部门责令改正为前提，并且需要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这种制度安排有助于避免刑事法律过度介入网络

治理事务，但也使部分虚假信息在早期阶段难以通过刑事手段加以控制。另一方面，在虚假信息传播过

程中，信息发布者、平台运营者以及其他参与主体之间往往存在复杂关系。一些信息通过账号运营、内

容推广等方式不断扩散，责任主体并不总是容易界定。在缺乏明确制度衔接的情况下，实践中可能出现

责任评价不一致的情况。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如果虚假信息在平台中持续传播而未能及时得到有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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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受害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5.4. 社会治理与法律制度之间缺乏协同 

虚假信息传播问题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特点，其形成既与技术环境有关，也与社会关系结构和信息需

求密切相关。因此，仅依靠单一制度手段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当前我国已经在行政监管、平台治理以及

刑事司法等多个层面形成治理措施，但不同制度之间的协同程度仍有待提升。 
在现实运行中，行政部门通常侧重网络内容管理和风险预防，刑事司法机关则更多承担事后追责职

能。平台治理则介于两者之间，通过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日常管理。如果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缺乏稳定的

信息沟通机制，相关措施可能难以形成有效合力。例如，一些虚假信息在传播初期可能由平台进行处置，

但相关风险信息未必能够及时反馈至监管部门或司法机关，从而影响后续治理效果。与此同时，老年人

信息风险的防范还涉及社区教育、公共宣传以及社会组织参与等多个方面。如果社会治理与法律制度之

间缺乏协调，虚假信息问题往往只能在出现明显后果之后才得到处理。由此可见，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

如何通过制度协同构建更加稳定的信息治理机制，仍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重要问题。 

6. 结语 

数字社会的发展使社交媒体成为老年人获取信息和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放大了虚假信

息传播带来的风险。由于数字媒介使用能力、信息识别能力和社会支持资源存在不足，老年群体更易受

到健康医疗、投资理财及社会事件类虚假信息的误导，进而影响财产安全、身心健康和社会信任。 
我国已初步形成行政监管、平台治理与刑事法律相结合的网络信息治理体系，但现行制度仍主要侧

重网络秩序维护，对老年群体的信息风险关注不足，平台治理、法律规制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协同机制仍

有待完善。未来应立足老龄化社会发展需求，加强平台责任落实、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完善社会支持

体系，推动法律制度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力，构建更加安全、包容的网络信息环境，实现老年人信息权益

的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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